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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

学科合作的基础

□宋雷鸣

［摘　要］　从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基本学理出发，讨论了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合作的四个基本维度：

“人群和组织”“生物和文化”“定量和定性”“理解和干预”，以期对相关研究和实践有所启发。

［关键词］　人类学；流行病学；人群；组织；理解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８１７９（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４２－０８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ＳＯＮＧ　Ｌｅｉ－ｍ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ＩＤＳ／ＳＴ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ＤＣ，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ｎａｍｅｌｙ"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ｒｏｗｄ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ｃｒｏｗ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医
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

一，公共卫生项目为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实践应用和理论发展空间。［１］而在

公共卫生领域中，流行病学的研究模式处于支配性

地位。因此，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跨学科合作成为

人类学参与公共卫生项目的核心内容，在学理上探

讨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学科合作的基础或基本维度也

就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学术归宿。基于既

往的公共卫生应用实践和理论思考，人类学和流行

病学的学科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

比如有人认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逻辑和方

法上的明显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它们的潜在逻辑

或认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互补的；［２］（Ｐ９９～１１１）人类学和

流行病学都不是单一型学科，各自包含多种理论取

向，但使用的却是有限且有异的共同研究方法，而且

两者的核心都是人文主义的；［３］（Ｐ４～８）流行病学具有一

种从其他各学科中借用概念，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中

把它们整合起来的习惯或倾向性，这可能是一种把

人类学的某些宏观理念付诸操作的方法；［４］（Ｐ２９８～３１８）作

为一种方法学，当代流行病学娴熟且被充分接受，但

是流行病学缺乏理论，它不仅缺乏理论，还对这种理

论的缺乏缺少认识，因此人类学能够为之提供必要

的理论补充；［５］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学都从群体的

层面、整体的角度寻求影响疾病和健康的某种模式，

它们之间的深层共性及具体方法和视角上的差异为

两者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６］（Ｐ１８０）可以说，以往

的研究对于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

和潜在空间进行过较多的思考，但是对于两学科如

何合作的学理性内容缺少较为完整的总结，这已成

为困扰两学科在具体项目实践中走向更加深入和密

切关系的严重障碍。因此，本文拟对两学科合作的

基础进行学理性探讨，以期对相关研究和实践有所

启发。

基于不同的学科传统和研究旨趣，人类学和流

行病学在针对相同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时，会偏好于

不同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视角和方法上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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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构成了两学科进行跨学科合作的重要基础或

基本原理。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

法上的差异性表现在宏观和微观的各个方面，文章

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当做两学科进行跨学科合

作的基础或基本维度。

一、人群与组织
流行病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是“人群”，即是要

在群体而非个体的角度分析疾病和健康问题。按照

教科书的论述，“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的疾病现象

与健康状态，即从人群的各种分布现象入手，将分布

作为研究一切流行病学的起点，而不仅是考虑个人

的患病与治疗问题，更不是考虑它们如何反映在器

官和分子水平上。我们的目光始终着眼于人群中的

问题”。［７］（Ｐ１１）由于流行病学要观察某些因素和疾病之

间的联系，仅仅通过对某个个体或几个病例的观察

一般是不够的，往往需要观察大量的人群或病例，才

能把相关因素和疾病进行因果关系的推论。因此，

相对于临床医学及其他医学学科，流行病学的研究

视野更为宏观，它往往以特定的“人群”为描述和分

析对象，寻找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各种相关因素（其中

包括物理、生物、社会、文化以及行为等等）。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的“人群”往往是具

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的集合体。比如，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单采

浆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为掌握这些地区

献血员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必须针对献血员进行大

规模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过

单采浆献血的献血员便成为调查中的特定“人群”，

“参加过血浆献血”便是调查人群的共同特征。２００４

年９月，卫生部部署全国开展既往献血员筛查，到

２００５年６月底，全国献血员艾滋病感染情况基本查

清。［８］（Ｐ８４～９３）可见，流行病学进行调查研究时，必须根

据相关的致病因素确定调查对象的具体特征，从而

根据这些特征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

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人群之间还可能具有复杂

的联系或交往。比如在上述的案例中，同样参与卖

血的人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密切的关系，从而互相影

响卖血行为。中部地区一些艾滋病村的形成，往往

和具体村庄人们卖血时的组织方式有关。去年的一

部电影《最爱》，就描述了一个村庄内因有人组织集

体卖血，而形成艾滋病村的例子。在很多具体研究

中，某些“人群”之中的人们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这些人群的组织形态

和组织方式往往成为影响疾病传播和爆发，以及考

虑如何控制疾病的重要要素之一。

在此，可以列举埃博拉出血热第六次流行的例

子。２０００年９月，乌干达一位名叫阿维蒂的妇女因

埃博拉出血热死亡，她是本次流行的首发病例。按

照当地传统，阿维蒂的尸体要在自家的茅草屋内放

置两天以等待亲人参加葬礼。并且，在葬礼上阿维

蒂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要为她清洗身体，然后在一

个公用的面盆内净手以表示家族的团结。因此，葬

礼后不久，阿维蒂的母亲、３个妹妹和另外３个参加

葬礼的亲戚陆续感染埃博拉出血热死亡。基于类似

的方式，埃博拉出血热在乌干达爆发。［８］（Ｐ１５０）显见，在

这一案例中，乌干达当地的亲属组织和葬礼组织形

式成为埃博拉出血热病传播和爆发的重要因素。而

了解了这一组织方式和组织过程，对于预防和控制

埃博拉出血热病在乌干达地区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因此，与“人群”相关的各种“组织”也应成

为流行病学不可忽视的关键词之一。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组织”往往被掩盖在“人

群”之中。在一些流行病学调查中，某些“人群”之中

的人们仅表现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共同特征，但在致

病的有关因素上并不存在有真正关联。例如，以收

入、职业和社会阶层等较为宏观的特征来划分的“人

群”，往往只能较为间接、概括或模糊地说明疾病的

分布情况。而有关疾病传播的更为具体和清晰的过

程和方式，显然需要“组织”的视角来加以发现和揭

示。人类学对于各种人类“组织”的研究由来已久，

成果丰富，这可成为对流行病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人类学对“组织”内涵的理解较为宽泛，它包括

人们互相交往或联系的各种方式、过程和形态等等。

因此，人类学的组织研究既包括企业和政府机构等

正式组织，也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等构成的非正式

组织。组织因素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

上，人们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中的，如家

庭、宗族、村落、企业和族群等等，人们的身份、特点

和利益诉求等往往会通过组织的方式得以体现和获

得实现。因此，人类学对人及其文化的研究往往以

一定的组织为单元或边界。人类学对其四大传统研

究主题亲属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

研究，一般是在具体的亲属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

织和宗教组织中进行的。只有认识了人类生活的不

同方面在具体组织中的运行情况，才能更为深入地

理解这些主题。反过来说，人类学也是通过上述基

本主题来研究和分析人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比

如，人类学家在对非洲草原上的努尔人进行研究时

发现，努尔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可以在最基

本的亲属关系或亲属组织中找到原因和根据。因

此，了解了努尔人的亲属、经济和政治主题，也就了

解了努尔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９］可以说，研究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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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何组织起来的，是人类

学学科的核心任务之一，而人类学强调的所谓“多元

的文化”及“普同的人性”就蕴含和表现在缤纷的组

织形式中。可以说，“组织”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

正类似于流行病学对“人群”的重视程度。

基于把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相结合的考虑，我们

有必要弄清楚“人群”和“组织”这对概念之间的关

系。

首先，从范围上来说，“人群”和“组织”是相互交

叉的，人群中包含着组织，组织中也包含着人群。比

如，要调查某地的ＦＳＷ（女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

的风险情况，那么当地的ＦＳＷ便是流行病学调查的

“人群”。同时，这些ＦＳＷ 往往有自己的组织形式，

比如她们通常在出租房、发廊和酒店等场所工作，以

各种身份把自己隐藏和组织起来。另外，除这些相

对正式的组织形式外，ＦＳＷ 之间也会多有同学、同

乡和亲属等非正式的组织关系，而这些非正式组织

往往不仅包含着ＦＳＷ，往往还会包括亲属、男客和

老板等其他相关人员。

其次，从内容上来说，“人群”和“组织”是相互影

响的。如果说“人群”概念的关注点是人们的某种分

类标准或共同特征，那么“组织”概念的重心则在于

人们之间的关系、组合或结构等。一方面，许多组织

往往是由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的人所组成；另

一方面，组织的运行或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往往又会影响人们的一些具体特点。比如，同性恋

组织一般是由同性恋者组成，而具体的同性恋者参

与这些组织后，往往会从这些组织中学到一些亚文

化，从而获得一些更为具体的组织特征。鉴于人们

的许多“特征”是在各种交往互动中获得的，“人群”

的关注点和“组织”的研究重心显然是相互影响和相

互依存的。

最后，从视野上来说，“人群”和“组织”是倾向于

互补的。“人群”以人们的某些共同特征为标准对研

究对象进行分类和整合，往往能够统摄较大的样本

量，并可以之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因此，“人群”概

念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以及在这种代表性

基础上可以推而广之的宏观情况。比如，在随机抽

样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以由一定量

的样本推论到更为宏观的总体情况，这在流行学研

究中属于基础原理，不必细述。由于“组织”概念强

调的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情况，其中往往

包括人们的各种具体行为及其规则等，有时还会结

合一些具体事件或案例等对人们的行动过程进行细

致的描述，因此“组织”力求深挖人们之间的互动关

系及其过程，以及这些关系和过程体现出的规则和

文化等。由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基于具体案

例基础上的组织分析不易直接推论和推广到更为广

阔的社会范围。比如，彝族人利用其传统“虎日”仪

式所蕴含的家支组织和宗教组织力量进行戒毒，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１０］但是，这一组织形式却不易直接

推广到别的文化或地区，而必须结合不同地域或族

群的文化特点，进行某种可能性的转换。可以说，

“虎日”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其他族群或地区在相关

工作中的启发意义，而非直接应用的范本。综上可

知，“人群”概念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以及总

体的情况，从这一角度而言，其研究视野倾向于“宏

观”；“组织”概念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互

动过程及其体现出的规则和文化等，因此其研究视

野倾向于“微观”。在实际的研究中，这种宏观和微

观的视野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宏观的“面”上

的总体估计和微观的“点”上的深入挖掘，可以实现

验证、补充和完善等关系，这也是所谓“蝗虫法和鼹

鼠法”［１１］所讨论的内容。

人群和组织之间的这种区分及其视野，有利于

我们在具体研究中采用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从

而对研究内容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比如，

在笔者参与的一项关于“老年嫖客和低档暗娼艾滋

病感染风险”的研究中，研究者一方面采用统计的方

法，对相关人群的基本情况、艾滋病知识以及有关态

度和行为等进行定量的统计和分析；另一方面通过

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文献法，对相关人群的组织形

式及其内部的文化特征进行挖掘。基于人群的视

角，我们从量的角度获得了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风

险概况。基于组织的视角，我们发现了该人群的组

织特点：他们会按照“类家族模式”组织起来，其性交

易活动受制于当地的集市周期，本地的族群文化也

对他们的性交易活动产生着影响等。［１２］在该研究中，

通过对相关人群组织活动特点的了解，有利于对统

计结果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从而便于寻找

影响艾滋病传播的关键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另外，从本例也易看出，人类

学对组织的研究不仅止于组织内部人们之间的组合

和互动方式等，还致力于挖掘影响或决定组织内部

人们之间关系的文化因素。针对这一点，庄孔韶提

出了“作为文化的组织”概念，强调组织研究中的文

化视角。［１３］毕竟，文化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图谱，也是

人类学研究最核心的概念。

关于人群和组织的结合上，学者们已取得了一

些研究成果。其中，庄孔韶等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

和论文中调查和分析了女性性工作者的流动规律和

组织形式等，为了解这一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疾

病传播规律和干预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

发。［１４］［１５］［１６］而庄孔韶等在彝族地区发现的“虎日”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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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实践，更是利用组织（主要是地方家支组织和宗教

组织）的力量进行干预的经典案例。［１７］

总而言之，“人群”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强调的

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要素的人的集合体，而人群

之间的区分体现的是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分类标

准。“组织”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而言

的，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形态和互

动方式。由于人们的各种“特征”往往和人们之间的

“关系”密不可分，而且基于这种“特征”和“关系”还

分别体现出倾向于宏观和倾向于微观的不同研究视

野，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人群”和“组织”应当且能

够实现有效的结合。

二、生物与文化
流行病学是研究特定人群中疾病、健康状况的

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并研究防治疾病及促进健康的

策略和措施的科学。［７］（Ｐ６）疾病和健康一方面表现为

身体上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受制于复杂的社会文化

因素。流行病学在寻找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关键因

素”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视角，其中囊括

了各种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实际的研究中，影

响疾病和健康的生物和文化因素是相互作用、不易

分离的，必须对他们进行综合考虑，才能较为全面和

清晰地解释疾病和健康的成因或过程。对这一基本

道理进行解释时，苦儒病（ｋｕｒｕ）是这方面的经典案

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新几内亚高地的福雷人

（Ｆｏｒｅ）流行苦儒病。苦儒病在妇女中较为常见，最

初的发病病状是身体发抖，失去自我调理能力，几个

月后又会出现各种紊乱，比如不能行走、眼神无法集

中等，最后导致死亡。针对苦儒病的爆发情况，澳大

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内的多学科研究团

队。在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间，该研究团队发现感染者中

妇女和儿童较多，提出了关于感染源及其传播的几

个假设，包括环境产生的有毒物质引起、营养不良引

起、遗传说和免疫说等等，并未能抓住该病的关键因

素。后来，人类学家在本地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苦儒

病，他们对当地老人做了访谈，了解到苦儒病与本地

食人哀悼习俗之间的时间关系：食人习俗传入后，本

地才出现了苦儒病。而且，没吃过死人的孩子从未

得过苦儒病，本地人放弃食人习俗后苦儒病就开始

减少。于是，苦儒病和本地的食人习俗联系了起来。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开始做实验，他们从苦儒病患

者的脑部提取脑组织，注射进黑猩猩的身体，这些黑

猩猩很快患了苦儒病，于是证明了病毒是苦儒病的

病因，吃死者身体是具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过

程。［６］（Ｐ１７６）前者是苦儒病的生物学原因，后者是苦儒

病流行的文化原因。该案例表明，只有综合考虑到

生物和文化因素，才能清晰全面地解释疾病和健康

的分布与过程。

研究疾病和健康问题时应超越单一的生物学视

角，已成为包括流行病学在内的医学领域中的共识。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主流的医学模式逐渐从

“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

式”便是证明。而这里所谓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实际上都可以纳入“文化”的概念中。行文至此，必

须对“社会”和“文化”这对概念进行简单的辨析。

“社会”和“文化”，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概念，学

者们各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

以“文化”的概念为例，曾经有两位人类学家对１８７１

年到１９５１年８０年间的文化定义进行整理，共搜集

到了１６４个。［１８］不同的文化定义，代表着理解和解释

人类生活的不同角度。与追求客观规律的自然学科

不同，人文社会学科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

而这种理解和解释往往会结合具体的情境和自己的

理论立场进行发挥。因此，要对“社会”和“文化”这

对基本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辨析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所幸的是，对于模糊不清的事物，我们还可以模

糊论之。基于笔者粗陋的知识和肤浅的理解：“社

会”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的模式，

以及由之组合而成的组织、制度和结构等；文化更多

关注的是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念、意义和思维方式

等。如果把“社会”比喻为一个人的躯壳和行为的

话，那么“文化”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可以说，

无论是具体的个人心理和个人行为，还是复杂的社

会现象，其背后都可以找到深刻的文化根源。在此，

我们可以列举缩阳症的例子加以说明。

缩阳症是指有些人相信阴茎会缩入腹内，导致

死亡，并因此产生强烈的精神恐惧。有学者认为，该

病的发生往往具有直接的社会和心理原因，其中包

括性知识缺乏，自信心不足，缺少男子气概，因为手

淫、嫖妓或其他与性有关的非正常行为导致的心理

害怕或罪恶感等。［１９］仅仅从上述的社会和心理角度

进行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缩阳症产生的根源。

因为具有上述社会心理特征的人群在世界各地都有

分布，但是缩阳症却局限于东南亚和中国南方的一

些地区。对此，必须透过上述的社会和心理因素进

一步挖掘该地区的文化特征。学者们通过对屡次流

行缩阳症的海南岛及雷州半岛进行了调查，发现缩

阳症和本地的文化背景具有密切的关系。本地民间

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很多人相信人畜患病和自然

灾害等都是怪神作怪。根据当地的民间信仰，人们

相信天上的“精气”落地时，人间就会有祸害，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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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阳症。另外，还认为当“土狸精”作怪时，也可使男

的阴茎和女的乳房收缩致死。［２０］［２１］［２２］可见，只有抓住

影响和造成疾病的文化根源，才能获得对众多疾病

的深层次理解。

基于上述讨论，所谓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

模式”实际上可以简化或替换为“生物—文化医学模

式”。相对而言，“社会－心理”比“文化”更为具体，

“文化”显得较为抽象和广泛。但也因为此，抽象的

“文化”比“社会－心理”具有更为深入和宽广的适用

性。这一适用性不仅有利于在具体的情境中更为深

入地挖掘疾病和健康问题的文化原因，还较多地体

现在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卫生项目中。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类国际性的公共卫

生项目越来越多，众多的公共卫生问题无不带有跨

文化的特点。因此，对于全球性疾病和健康问题的

分析也越来越需要文化的理论和视角。

另外，随着流行病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对疾病和

健康问题的分析也要相应地增加文化的角度。在

１８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流行病学学科形成之时，流

行病学还只是以传染病为研究对象，比如这一时期

对天花和霍乱的研究等。到了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

代，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所有的疾病（包括传

染病和非传染病）以及健康问题。而健康问题不仅

包括生物体上的无缺陷，还包括更高层次的心理和

精神状态等。因此，１９４８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宪

章指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生活上

一种圆满适宜的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

同时具有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的人类只有在两个方

面实现平衡，才能达到真正的健康状态。

从目前流行病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

流行病学专家开始重视来自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学者参与进了各类公共卫

生项目。在这一过程中，重视疾病和健康的问题的

生物和文化基础，强调所谓的“生物－文化整体性”，

应成为我们进行跨学科合作和知识整合的理论基

础。

三、定量与定性
流行病学主要是采用各种概率性指标，描述疾

病和健康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各种因素与疾病或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表示

概率性的指标包括“率”“比”和“比例”等，具体的发

病指标又包括“发病率”“患病率”“感染率”“续发率”

和“死亡率”等等。由于流行病学非常强调“概率”，

而概率必须有正确的和足够量的分母数据，以至流

行病学又被称作是“分母的学科”。以概率统计方法

为基础，流行病学力求在某些相关因素和疾病或健

康之间产生假设、检验假设和验证假设，从而获得相

关因素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统计的方法，

流行病学研究能够覆盖较多的人群和较大的地理范

围，从而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普遍性。

与偏重于统计分析的流行病学不同，人类学偏

爱于以文字（也包括影像）的方式对研究对象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的描述和解释，它所形成的

文本即是所谓的“民族志”①。民族志的撰写以长期

和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这种调查研究工作

被称作“田野工作”（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按照理想的学科方

法，“田野工作”一般要求研究者深度“沉浸”在调查

地点（田野点），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参

与和观察他们的各种活动，经过一个农业周期（一般

是一年的时间），从而获得对被研究者的生活和文化

的深入理解。人类学推崇“整体论”思想，因此人类

学者在田野过程中力求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当地人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从而获

得对其文化的更深入理解。也因为此，人类学者在

田野过程中所能把握的地理空间和研究对象的人数

往往较小。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情况来看，人类学

者往往是以简单的部落社会和狭小的村庄作为田野

点。针对研究点较为狭小的批评，人类学家的回答

是———人类学家是在村庄里做研究，而不止是研究

村庄。无论是在简单的部落内，还是狭小的村庄中，

人类学者可以通过对一“点”的深入挖掘，来讨论人

性、宗教、政治和全球化等等根本性和宏观性问题。

由此可见，流行病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形

成鲜明的对比：前者以概率论为基础，偏于数理统

计，属典型的定量研究；后者以理解和解释为目标，

重于文字描述，是典型的定性研究。人类学和流行

病学进行跨学科合作时，方法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不容回避。在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定性研究和定量

研究的差别及其关系。

定量研究是以某种理论观点或研究假设为基

础，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对研

究假设和理论观点进行检验的研究方法。从研究过

程来看，定量研究采用的是演绎的分析方法，即由基

本的理论假设出发，寻取材料进行验证，并可以将其

推广到更广阔的范围。与定量研究相对，定性研究

① 所谓民族志，是指人类学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具体社会
或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描述而形成的文本。随着
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志撰写模式，包括“现实
主义民族志”或“科学民族志”“解释主义民族志”和“多声道文本”等
等。参见乔治·Ｅ．马尔库斯：《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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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是归纳的分析方法。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

人为研究工具，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在自然而然

的生活情境中理解和搜集被研究者的信息或资料。

研究者在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前，只需要带有研

究主题或问题意识，而不必带有研究假设。甚至还

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研究者在进行实地调查后，受

到收集到的材料的启发，发现了更有学术价值的研

究主题或研究角度，因此改变原有的研究主题和理

论兴趣的情况。可见，定性研究的结论是在对搜集

到的资料进行整体性的归纳分析基础上得来的，它

强调的是对研究对象的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以及由之

而产生的新的问题意识或学术创新性，但是在逻辑

上无法以定性研究的结果推知更广阔范围内的情

况。有学者用精练的语言比较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

究的差别，在此不妨直接引述：

“一般来说，量的方法比较适合在宏观层面对事

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预测；而质的研究比较适合

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

析。量的研究证实的是有关社会现象的平均情况，

因而对抽样总体具有代表性；而质的研究擅长于对

特殊现象进行探讨，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新的看问

题的视角。量的研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

然后进行数量上的计算；而质的研究使用语言和图

像作为表述的手段，在时间的流动中追踪事件的变

化过程。量的研究从研究者自己事先预设的假设出

发，收集数据对其进行验证；而质的研究强调从当事

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看法，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和

意义建构。量的研究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

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而质的研究十分重视研究

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

行为进行不断地反思。”［２３］（Ｐ１０）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别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基

础。一般认为，定量研究体现的是客观主义或实证

主义的观点，而定性研究体现的是主观主义或解释

主义的观点。前者认为，人类社会作为客观世界的

一部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可以

推广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后者认为，人的思想和

行为是没有规律和无法预测的，而且不同的人在不

同的历史时空中，具有不同的生活意义和价值观念，

因此必须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人和事件

进行解释和说明。

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只是具体的

研究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手段。从学术研究的

目的来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显然是相同的，即是

要加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并

为现实的社会实践服务。因此，定量研究和定性研

究之间的鲜明差异性为两者之间的互补形成了良好

的基础。流行病学所偏重的数理统计与人类学所偏

爱的田野工作，分别属于两种典型的定量研究和定

性研究。两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上述差异，以

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互补性，为学科之间的合

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的研究实践

中，定量和定性研究至少用下述两种方式进行结合

或互补：在大规模的定量调查之前，以定性研究作为

预调查，从而更为合理地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程序

等；具体研究“点”上的定性调查结果，可对较大范围

的研究面上的定量研究结果进行解释、说明和修正

等。［１１］

四、理解与干预
流行病学致力于寻找影响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各

种关键因素，从而以相关知识更好地预防、控制和消

灭各种疾病，促进人类健康。流行病学以自己掌握

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时，自然涉及疾病和健康知识的

宣传，以及各种应用性的干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

如何把专业知识传递给多样化的人类群体，以及在

疾病预防控制中采用何种有效的干预策略，都需要

建立在对各种对象人群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因为在

各种公共卫生项目中，流行病学专家面对的对象往

往具有不同的生活环境、知识体系和信仰观念等，只

有在对他们进行深入理解之后，才能提出不同的、有

针对性的策略，从而达到理想的干预效果。

这里所说的“理解”，特指的是对干预对象社会

生活和文化观念等多方面的认知，如疾病和健康观

念、社会组织形式、经济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其

中，在干预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干预对象的病

患观念，或者说是疾病解释模式。与在学院中接收

专业知识训练的医生或流行病学专家不同，广大民

众是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疾病和健康知识的，广大民

众和医学专家在对疾病的理解上难免存在着各种差

异。这只是整体言之，若进一步对广大民众进行划

分，则又关联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以及由

此形成的不同疾病观等等。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特

征的人群，各有其独特的疾病观念和疾病解释模式。

一般来说，疾病的解释模式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１．

对疾病原因的解释；２．对逐渐致病的环境及初期症

状的描述；３．对疾病的生理学解释；４．勾勒出发病

过程及病人应如何恰当地行动；５．提出可行的疗

法。［２４］（Ｐ２５１～２５８）对于普通民众，不论其教育水平和知识

程度如何，他们都有自己的病患观念和疾病解释模

式，并以之判断和指导自己是否患病、是否应该就

医、向谁就医以及能够获得何种效果等等。即便是

在现代医学知识发源地的西方，普通民众和医学专



　　　　
　　　　

４８　　　
　

人
　
类
　
学

　
宋
雷
鸣

试
论
人
类
学
和
流
行
病
学
学
科
合
作
的
基
础

家之间的差距仍非常明显。人类学家亚瑟·克莱曼

等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美国医学遭遇了一场危机，这

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医学专家们没能较好地注意

和了解大众的医学文化。文章指出，广大民众会忽

视很多疾病以及自己进行治疗，以致７０％～９０％的

病例没有得到现代医疗机构的关注。因此，他们建

议临床医生们要把引出病人的疾病解释模式当做医

学实践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医生们

还应反思自己的解释模式，在自己的模式和病人的

模式之间寻求一种协商和平衡，从而实现更为有效

的治疗干预。［２４］（Ｐ２５１～２５８）而要达到这里所说的协商和

平衡，显然要建立在对大众疾病解释模式理解的基

础上。

以西方医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体系进入到非西

方社会时，疾病解释模式之间的差异性会更加明显。

首先，现代医学体系所界定的某些疾病在一些非西

方文化中并不被视作疾病，有时反而被人们看作一

种理想状态。比如，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了斯兰

卡的抑郁症，认为“绝望感的泛化”是造成抑郁性心

理失调的关键因素。对此，人类学家提出了异议，因

为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佛教徒占总人口的７０％左

右。按照斯里兰卡流行的佛教教义，佛教徒应致力

于寻求对世界的失望感，透悟浮躁而无常的世俗生

活，这是踏上超脱和救赎之路的必经状态。因此，对

现实世界的绝望感正是本地佛教徒所追求的一种状

态，若武断地界定为抑郁症，显然有失偏颇。［２５］（Ｐ８０）另

外，在某些部落社会中，西方医学所理解的一些精神

疾病却被视作能够“通灵”的象征，具有这些“精神疾

病”的人则往往成为巫师的最佳人选。其次，面对共

同的疾病状态，不同文化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医疗模

式来处理。所以，哈伍德认为，“尊重病人的社会文

化传统，并能够恰如其分地对待这种传统中固有的

医疗方法，能够使医生制定出与病人对疾病抱有的

深层观念和意愿不相违背的疗法，从而取得更大的

成功”。［２６］（Ｐ１１５３～１１５８）可见，对干预对象的疾病解释模式

进行一定的理解，并思考如何使之和现代医学解释

模式达到某种协调和平衡，是实现有效干预的重要

前提。

除对干预对象疾病知识或病患观念的理解外，

还应尽可能地多了解干预对象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

念，以便从中选取有益于实施干预的力量。因为干

预活动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避不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有效利用各种社

会文化力量，有利于干预活动的顺利进行，并可能实

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些年，人类学家庄孔韶等捕

捉到的彝族人通过传统的“虎日”仪式进行戒毒的例

子，是利用文化力量进行健康干预的经典案例。“虎

日”仪式是彝族人传统的战争宣誓仪式，其中蕴含着

彝族人的家族组织、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惯法和

民俗教育等等。彝族人利用这一传统仪式向毒品宣

战，调动了上述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使家族内的

吸毒者大量减少，戒毒成功率达到６４％～８７％的高

比率。［１０］［１７］

可见，流行病学面对的是复杂的干预对象和多

元的文化环境，对干预对象之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

的深入理解，有利于从中汲取有益的力量，获得更加

有效的干预效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性

的卫生项目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干预对

象的理解显得越来越迫切。而人类学是一门致力于

增强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以及不同阶层之间互

相理解的学问，对人类纷繁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文化

观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解释，正是人类学的擅长之

处。在卫生项目中，引入人类学对社会文化的“理

解”优势，以之和专业医学知识相结合，这是卫生实

践的现实需要，也成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跨学科合

作的重要基础之一。

根据上述四个方面的讨论，文章可以进行如下

概括：“生物和文化”体现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

研究对象上的统一；“人群和组织”讨论的是人类学

和流行病学在研究视角中的交融；“定量和定性”说

明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互补；“理

解和干预”表达的是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应用过程

中的联合。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的四个维度当做

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的基础，并以之指导

具体研究项目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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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黄的《独龙族社会文化与观念嬗变研究》出版

独龙族居住在云南西北部的独龙江两岸，为群山环抱、沟壑纵横，极为偏

僻和封闭的地区。是被现代化遗忘的角落，山清水秀，风景优雅，空气清新，民

风淳朴，人们心态平和，宁静守笃。生活在这里朴实的独龙人，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渴饮清泉，饥餐山珍，优哉游哉，心灵安详，毫无现代社会物欲横流、尔虞

我诈、勾心斗角的烦乱与扰攘。这是现代“世外桃源”、最后的“香格里拉”。该

书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讨论了被高黎贡山阻隔的独龙江流域

的独龙族社会文化２０世纪以来发生的诸多变迁。该书资料丰富扎实，描述细

致具体，论述角度广泛而深入，对于宗教信仰、族际关系、生产方式、婚姻形态、

教育等方面均有涉及。既论述了独龙族社会和文化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背景

下前所未有的变迁，又说明了独龙族传统文化观念在近现代的演变。一些原

有的宗教、族群、生产、婚姻、教育等观念中的传统因素在不断受到冲击或否定

的同时，逐渐萌发出或者假借来一些与其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价

值观念。作者对独龙族社会文化个案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在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矛盾交织中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观念嬗变现象

具有启发意义，在学术观点上也颇多创新之处。该书分为绪论、宗教观念的演

变、族群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演变、生活观念的演变、婚姻观念的演变、教育观念

的演变、结论等章节。全书共计６８万字，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定价６０元。 （郭　岚）


